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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迈向主权的民族理论自觉 

    ——围绕西南民族研究的三场分歧及其方法论反思1 
 

谭同学2 

 

内容提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西南民族研究出现了三场分歧。歧见的实质在于，“体质、

语言和历史相结合”方法论对民族研究的重要性；该选择“造国民”还是“造民族”；否认中华

民族的组成分子为“民族”以免人假借“民族自决”分裂中国，还是承认其差异、给予扶持、促

进平等团结来维护主权。这些分歧被急迫、粗糙地处置，使得人们忽略了民族研究方法论转向“语

言、历史和主权相结合”的潜在共识。将三场分歧置入主权政治为坐标的宽广时空视野下，不难

发现，“造民族”与“造国民”实乃传统国家转向主权国家的同一过程之不同面向，不可能二选

一，也非只能二选一，“造民族”并不妨碍“造国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实践

也证明，承认中华民族及其组成分子为不同层次的“民族”，注重平等、团结奋斗，方能有效捍

卫主权。历史地看，有主体意识和理论自觉的本土化方法论，对于当代中国推动“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沿“主权”脉络继续往前走，仍有独特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研究；主权政治；方法论；理论自觉；本土化 

 

中国由帝制王朝转向主权国家，近代史殊为关键。有关民族的议题展开，也无不与这段救亡

史紧密相连。但因种种因素影响，同为救亡，知识界却也不免歧见频出，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例，

即不乏激烈论争。 

全面抗战时期，一批聚集西南的学者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展开的论争，格外引人注目。

不少研究者曾尝试梳理它所呈现政治救亡对民族研究的影响3，或是指出傅斯年、顾颉刚有借政

治权力介入学术纷争之过4，甚至是依附权力竞争、“因人废事”5。不过，也有学人将之归结为

西学训练年轻人（费孝通）与传统中国学者（顾颉刚）的知识交错6，或强调各方观点都融入了

重塑“中华”观念的进程7，应结合“具体语境，从更广的视野上，揭示其中折射的学术与政治，

及其他错综纠葛的社会因素”8。此外，在支持傅斯年、顾颉刚观点之余，认为“中华民族”的

                                                        
1 本文刊载于《开放时代》2021 年第 2 期。 
2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3 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载《民族研究》2007 第 3 期；娄贵品：《国民

政府改废少数民族称谓的历史考察》，载《贵州民族研究》2013 年第 3 期。 
4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国史研究室等编《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1044-1061 页；

葛兆光：《徘徊到纠结——顾颉刚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载《书城》2015 年第 5 期。 
5 王炳根：《吴文藻与民国时期“民族问题”论战》，载《中华读书报》2013 年 5 月 1 日，第 7 版；朱维铮：《顾

颉刚从政》，载《东方早报》2009 年 4 月 19 日，第 4 版。 
6 黄克武：《民族主义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载《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 
7 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

年创刊号；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广州：中山大学史学理论

与史学史专业 2010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40-150 页；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03 页；李大龙：《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

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载《思想战线》2017 年第 3 期。  
8 王传：《学术与政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 年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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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分子当称“族群”者，亦有之1。 

其实，就近代中国西南民族研究议题而言，分歧不止此一场。例如，傅斯年与顾颉刚、容肇

祖、汪敬熙等人因史禄国、杨成志西南民族调查事件，傅斯年与黎光明因黎、王元辉川西民族调

查事件（王明珂在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档案中发现黎光明、王元辉的材料，并将之

整理出版2，方为世人所知），均产生过重大分歧。关于史禄国、杨成志西南民族调查事件，有认

为傅斯年为学术机构声誉而替史禄国“文饰”者3，也有批评顾颉刚、容肇祖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者
4
。基于傅斯年、黎光明的争论，有学者指出实质是应选择“造民族”还是“造国民”，并强调

近代和当代中国都应注重造“国民”而非“民族”5。 

后两场分歧未直接影响到国家层面的政治实践，远不如前场影响范围广且在学术史上引人注

目。但若从追踪知识脉络走向及其方法论的角度看，它们与前场论争无疑有同等重要的学术价值。

将三场分歧一并置入近代民族学知识生产的连续谱中，或许比单独考察其中一场，更有利于清晰

地呈现民族研究的历史脉络和值得反思的方法论问题。譬如，傅斯年、顾颉刚一贯就反对将少数

“民族”作为特别的研究对象吗？若非如此，后来为何改弦易张？吴文藻、费孝通及其他参与论

争者，在知识脉络上与傅斯年、顾颉刚是何种关系？“造国民”与“造民族”是否可以二选一，

并且只能二选一？以何种方法论做参照，方能既顾及学术史上民族研究知识脉络的“具体语

境”，而又兼及“更广的视野”（以何为坐标，视野边界“广”至何处）？ 

 

一、体质、语言、历史与民族科学方法 

 

在三场分歧中，最早发生的是因史禄国、杨成志西南民族调查事件而起的论争。其所涉主角

包括傅斯年、史禄国、杨成志、顾颉刚等等。 

傅斯年曾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学习数学、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1923

年入柏林大学学习比较语言学（其关于民族学的知识脉络渊源，无疑当首属德国历史学派和比较

语言学派，方法上强调语言和历史分析）。1926 年回国、受聘于中山大学，1927 年在该校创立语

言历史研究所（简称“语史所”）、任所长。1928 年，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所聘，在广州为

该院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任所长，但仍兼任语史所所长，直至 11 月卸任。 

1927 年 12 月，俄籍人类学家史禄国经人举荐，拟受聘语史所。1928 年 4 月，傅斯年亲自领

史禄国拜访语史所顾颉刚，并与顾及家人一起观看了瑶民跳舞、共同进餐，只是顾自感“惜予未

能英语，无由达其款曲也”6。其后，史禄国在中山大学讲授《民族学之一般概论》，为开展人类

学调查做准备（史语所成立后，史为两所共聘）。6 月，校方决定组团到云南凉山调查“罗罗人”，

调查团由史禄国主持，成员包括杨成志、史的夫人（稍后，民俗学家容肇祖申请加入）。7 月中

旬，调查团自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到达昆明，但因先在越遇台风，复加凉山一带常有“蛮子”

（土匪）劫杀“汉民”而“行期累延”。约一个月后，容肇祖突告史禄国，他因需给学生开课得

回广州，史颇不满（史原本预期容将长期参与调查，为之备制了整套行装和调查工具）。史禄国

                                                        
1 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5 期。 
2 王明珂：《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载《西北民族研究》2019 年第 2

期。 
3 苏同炳：《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台北：学生书局 2012 年版，第 38 页。 
4 王传：《史禄国与中国学术界关系考实——以“云南调查事件”为中心》，载何明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

18 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16 页。 
5 王明珂：《民族与国民在边疆》，载《西北民族研究》2019 年第 2 期；马戎：《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

族”》，载《开放时代》2020 年第 1 期。 
6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51 页。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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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杨成志对在昆学校、监狱和军队中的“罗罗人”做了数量可观的体质测量，但凉山之行迟

迟未成。杨成志遂致信中山大学，谓史禄国“胆小”“怕苦”，并只身前往凉山调查。后来，杨

成志确曾遇到“‘蛮子’下山抢劫汉民的枪声，感慨顿生，终夜不寝！”1，沿途几个县的县长

均因“恐生不测”而劝阻其行程2。 

1928 年 10 月底史禄国被召回广州，中山大学组织了几场会议质问他。傅斯年不仅拒绝参会，

而且为史禄国力排顾颉刚、容肇祖、陈宗南、汪敬熙等人的意见（陈、汪曾往昆明调查此事，但

取证草率），尤其反对汪要求校方辞退史3。对此，顾颉刚于 10 月 30 日记道：“孟真（傅斯年）

极袒史禄国，此感情用事也，缉斋（汪敬熙）必欲去之，亦成见。”4 据中山大学校史馆存档案

显示，11 月 25 日傅斯年致信校长朱家骅：史禄国为语史所、史语所共聘，“现在中大或不感觉

此科（人类学）宜亟发展，而中央研究院颇思振作此事”，可否由“中研院”单聘，史仍在中山

大学上课，算“中研院”送给中大的5。此后，史禄国得以在中山大学上课，在“中研院”主持

人类学研究组做研究。1930 年 5 月，史禄国聘期结束，傅斯年对其工作业绩表示“由衷的欣赏”，

并决定尽快出版其手稿。史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国几无知音，却曾“引起欧美学界广泛且深入的讨

论”6（鉴于它们中相当一部分乃史基于昆明收集的资料所作，其昆明之行被认作无所事事，着

实有偏颇）。 

仅为了私人“感情用事”，傅斯年实在没有必要冒着得罪顾颉刚、容肇祖、汪敬熙等故交乃

至中山大学校方的风险（傅和顾多年私交过甚），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一个只有半年泛泛之交、

流亡于中国的苏俄人说话。毋宁说，傅斯年在学术研究上格外看重史禄国，其一，实际上做了重

要的科学研究，其二，其研究和教学国内暂无人可替代。为此，我们似乎有必要从学术视野、科

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此事所涉人物的知识脉络再做些细究。 

从总体上说，顾颉刚与傅斯年皆有引入西学视野研究中国问题的科学主义方法论意识。受西

方史学思想影响，顾颉刚三十来岁即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

是一个反背”7。傅斯年曾致信顾颉刚，对此赞不绝口：“你在这个学问（中国古史学）中的地

位……是（可）在史学上称王了”，并一再强调，“请你不要以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

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8。由此不难看出：其一，傅斯年称赞虽不乏过誉之嫌，但足见顾

颉刚将科学主义方法论引入中国古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影响；其二，傅、顾在科学主义方

法论研究中国古史方面，有共同的基本立场。 

不过，傅斯年对科学主义方法论应用于中国研究的执着、乃至“偏执”程度，以及对塑造中

                                                        
1 杨成志：《单骑调查西南民族述略》，载《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 页。 
2 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载《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6 页。 
3 此类矛盾亦与中山大学办学经费紧张有关。该年 5 月 22 日，在校方经费吃紧的情况下，汪敬熙曾反对顾颉刚、

容肇祖等人费资刊印民俗调查资料《吴歌乙集》（被公认质量不如顾此前编的《吴歌甲集》。但顾颉刚自认为，

这是因为“予作事太锐，招人之忌”。参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66 页）。在汪敬熙看来，史禄国拿高工资却不干活，更是令人愤怒之事，同时也针对马上要接替傅斯年任语

史所所长的顾颉刚。由此，顾颉刚亦对史禄国不满。此外，他们和杨成志此时还共同认为，人类学未必要仰

仗“洋人”。参见刘小云：《学术风气与现代转型：中山大学人文学科述论（1926-1949）》，北京：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113-114 页。 
4 括号中内容为引者所加（除特别注明外，后文同此）。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18 页。 
5 刘小云：《学术风气与现代转型：中山大学人文学科述论（1926-1949）》，北京：三联书店，2013 年，第 115-116

页。 
6 王传：《史禄国与中国学术界关系考实——以“云南调查事件”为中心》，载何明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

18 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16 页。  
7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载《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45 页。 
8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47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62 

国学术品格的视野和雄心，则显然远非顾颉刚所能相比。顾颉刚、傅斯年皆为“疑古派”代表人

物，但傅此时却走上了“古史重建”的路1。而欲达此目的，考古学、人类学皆为史学必不可少

的辅助学科。是故，傅斯年强调“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2研究历史，此时期给学

生教授的课程不仅有《史学方法论》，还有《统计学方法论》3。其《性命古训辨证》一书即是统

计方法运用于中国古史研究的成果4，在当时中国史学界极为罕见。从知识脉络的角度看，比起

顾颉刚的“古史辨”，傅斯年在方法论上更看重史禄国之体质测量，也就不足为奇。尤其是在实

地研究方面，傅斯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可顾颉刚、容肇祖等人的民俗学研究注重收集实地材

料的办法，却认为他们的科学化程度不够高、视野不够宽。据顾颉刚所记，1929 年正月初四，

傅斯年到他家吃饭，说他“上等的天分，中等的方法，下等的材料”5。1973 年 7 月，顾颉刚又

在该日记下方注道：“材料是客观实物，其价值视用者何如耳。岂能分高下乎！”6。傅斯年的

话固然说得有点过头，但也可见时隔四十余年后，顾颉刚仍似未理解傅语之主旨。 

从傅斯年的角度看，历史学、语言学之于民族精神极为重要，而“地质、地理、考古、生物、

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

无从下手，无从解决”7。他成立语史所和史语所，乃有与西方人一争高下的民族主义气魄，“要

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8。为此，傅斯年认为，必须倚仗科学主义方法论，“要把历史

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9。他不无豪情地呼吁道：“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

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

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我们要使中国的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造诣达到现代

学术界的水平线上，和全世界的学者通力合作！”10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视野和科学主义方法论

上，就人类学这个“欧洲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11的领域，史禄国可谓傅斯年的高水平知音，也

是达成这样的学术目标，可“通力合作”的最佳世界级学者。史禄国与马凌诺夫斯基、拉德克利

夫-布朗、克虏伯是“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12。而且，与后三者仅强调静态的社会人类学或文

化人类学而不涉足生物层面不同，史禄国生物学训练“深透”，力图以“人”为中心，建立一门

统合自然地理、生物、社会、文化的、“动态演化”的“名副其实的人类学”13（以至于他对马

凌诺夫斯基及欧美人类学界称赞有加的、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曾表示过不满意的评论”14）。

更难得的是，史禄国是彼时世界级的人类学家中唯一对中国境内民族有深入研究，且因逃避苏俄

                                                        
1 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载《中国文化》1995 年第 12 期。 
2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 页。. 
3 马亮宽、李泉：《傅斯年传》，北京：红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3 页。 
4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99-655 页。 
5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52 页。 
6 同上，第 252 页。 
7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 页。 
8 同上，第 12 页。 
9 同上，第 12 页。 
10 傅斯年：《<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

版社 2000 年版，第 13 页。 
11 傅斯年：《致蔡元培、杨杏佛》，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61 页。 
12 
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载《费孝通文集》（第十三卷），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80 页。 
13 
同上，第 86-87 页。 

14 
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载《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北京： 群言出

版社 1999 年版，第 473 页。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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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而愿在华长期工作者。 

杨成志只身入凉山从事民族调查约两年，1930 年回到广州。其调查取得不少珍贵资料和有

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政学两界赞誉甚高，谓之“为西南民族，放一曙光”“欧文亚粹吸收全”1，

并因擅长“罗罗文”而被史语所聘为李方桂的研究助理（彼时，李已是世界有名的汉、藏、侗台、

印第安语专家）。凭籍西南民族调查，杨成志在人类学、民族学领域俨然是迅速兴起的学术新星。

惟傅斯年一面肯定其“精神可佩”、创造了“新记录”，另一方面又泼其冷水道：“第一要义是

免去宣传及 Journalism 之烂调，第二是承受李（方桂）先生学方言等细密的方法，第三则随时扩

充自己工作的工具，而一切观察工作尤要细心”，如此再努力三四年才能“入门”、七八年才能

成“专门名家”2。后来，杨成志也自认科学训练不足，而前往法国求学于莫斯等著名人类学家。

1933 年，他在法国记述道：“我 6 年来对于西南民族的探讨……深觉所发表的著述尚不能跻于

专门的研究”3。 

不难看出，对史禄国、杨成志西南民族调查事件，傅斯年鼎力支持史并与顾颉刚等人发生论

争，与之对“体质、语言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论和世界性学术视野的认识水平、要求比顾高很

多，有密切的关系。在主张以科学主义方法论改造中国学术研究方式这一点上，他与顾颉刚总体

上算是“同道”，尚且发生如此分歧，也就不难理解他与根本不主张用“体质、语言和历史相结

合”的方法研究西南民族的黎光明，必然发生分歧。 

黎光明本是川西灌县（今都江堰）回民，1922 年入东南大学史学系学习，因参加反军阀、

反帝的政治运动被开除，后转至中山大学并于 1928 年毕业。当年 8 月，傅斯年以史语所名义聘

请黎光明与王元辉（也曾参加反军阀、反帝的政治运动被北洋大学开除），前往川西从事为期 2

年的“民物学调查”。但是，黎光明、王元辉两人到川西的“西番”地区后，却发现当地人根本

不知何为国家，从而认定彼时当紧要的事情是向其灌输“国家”观念、“国民”意识，而不是从

中区分出“民族”。在川康地区的调查中，他们记道：有喇嘛问“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到底谁个

的本事大”，有“土民”问南京“是洋人的地方不是”4；“羌民”的婚礼“几乎和汉人的一

样”5；“土民”家“门前也有‘泰山石敢当’”6；在体质容貌上，“西番假如改着汉装，其容

貌没有几许显著的点子与汉人不同”7，“猼猓子”“也和汉人的差不多了几多，不过眼眶比较

黑一点”8。此类信息通过信函为傅斯年所知后，他即致信怒批黎光明在体质、语言和历史方面

的专业知识、科学方法“未预备充分”，让其“尽舍其政治的兴味”“少发生政治的兴味”“少

群居侈谈政治大事”9。尽管在民族调查研究方面，黎光明远达不到傅斯年要求的科学主义程度，

但从其使用“土民”“羌民”，及“西番”“猼猓子”等彼时汉人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辱称用词

看，他并非对“民族”毫无区分能力。甚至于，他和王元辉还曾清楚地在调查记录中写道：某寨

                                                        
1
 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附录》，载《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8-132

页。 
2
 傅斯年：《傅斯年致杨成志》，载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11

年版，第 328-329 页。 
3
 杨成志：《我对于云南罗罗族研究的计划》，载《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7 页。 
4
 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记录 1929》，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4 年版，第 106 页。 

5
 同上，第 120 页。 

6
 同上，第 167 页。 

7
 同上，第 169 页。 

8
 同上，第 153 页。 

9
 王明珂：《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载《西北民族研究》2019 年第 2

期。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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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虽只有四十几家人，“但是有两个民族”1。可是，尽管如此清楚地知道当地有不同的“民族”，

黎光明却仍坚持认为，羌民、土司、汉人之衣、食、住“都是差不多的”2。 

不用说，双方分歧太大，没法取得一致意见。黎光明、王元辉的调查报告，因傅斯年认为毫

无价值而被搁置在史语所，终其一生未予出版。后来，王元辉曾任管辖茂县、松潘、汶川、理番、

懋功、靖化（今金川）等县的保安处副处长，黎光明到川康边区协助之，力图打击“袍哥”、“烟

匪”等地方势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边区基层。1946 年，黎光明转任靖化县长两个月后，成功

设计刺杀当地“袍哥”头领，自己也被“袍哥”报复杀害，可谓求造“国民”之“仁”而杀身成

“仁”3。与黎光明发生无疾而终的分歧后，傅斯年继续依照科学主义方法论原则，通过史语所

派遣凌纯声、芮逸夫等人，用“体质、语言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对湘西苗族、松花江流域赫

哲族开展研究。他虽然也参与政治活动，但力图对学术与政治进行较严格地区隔，只要涉及专业

研究即严守科学主义方法论，“专注于学术”4。 

 

二、语言、历史、主权与民族理论自觉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日益面临严峻的领土危机。这促使傅斯年的学术研究，开始发生重

大改变。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着手撰写专著《东北史纲》（次年出版），指出：“满

洲一词，本非地名”，“又非政治区域名”，“此名词之通行，本凭借侵略中国以造‘势力范围’

之风气而起，其‘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

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5。该书曾成为国际联盟形成决议的重要依据之一6。

1933 年 3 月，在国联不承认“伪满洲国”的情况下，日本选择以退出国联的方式拒不执行其决

议，以“民族自决”等说辞造成“伪满洲国”分裂中国领土的事实。 

为驳斥侵略者和分裂势力以“民族自决”为籍口分裂中国，1935 年 12 月 15 日，傅斯年在

《独立评论》上发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方人民与国难》两篇文章。前文着力于论证，“‘中

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7；后文强调，“我们的处境已是

站在全国家全民族最前线上的奋斗者……我们只有在整个的国家民族中才能谋生存，我们一分裂

便是俎上的鱼肉！”8在此类论述中，傅斯年有时以“中国民族”概念包括“少数民族”，有时

又不包括9。前文曾道：“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

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附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有时不幸，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分

                                                        
1
 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记录 1929》，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4 年版，第 170 页。 

2
 同上，第 174 页。 

3
 马戎：《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由王明珂<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

察为例的探讨>一文说起》，载《开放时代》2020 年第 1 期。 
4
 欧阳哲生：《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载《文史哲》2005 年第 3 期。。 

5
 傅斯年：《东北史纲》，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76

页。 
6
 彭池：《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的大民族观及其历史价值》，载《江汉论坛》2015 年第 2 期。 

7
 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25 页。 
8
 傅斯年：《北方人民与国难》，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32 页。 
9
 即使在此种危急时刻，傅斯年对民族及其传统在心态上仍显然具有“两难心理”，虽然一贯的反传统主义态度

不得不服从于爱国主义，但在内心与以科学主义方法论冷静对待历史之张力十分强烈（详细考证可参见王汎

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北京：三联书店 2017 年版，第 198-200 页）。

这也从侧面证明，其后对（西南）民族研究的态度和方法论变动，具有深刻的时代现实性。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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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于“外族”1；后文则说，北方人民“比南方受外族统制的时间更长些……明末，南都派了

两位入燕使臣，正使左懋第，北人，终完大节，副使陈弘范，南人，反而做了汉奸！”2 

不难看出，在边疆危机刺激下，主权在傅斯年的论述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在用学术方

式参与救亡政治的过程中，对民族语言差异的重视程度在下降，至于体质的视角则在方法论上干

脆被放弃，让位给了主权这一维度。 

同样，国家主义的救亡意识也迫使顾颉刚这样“一向在高文典册之中”做学问的学者，开始

聚焦“边疆问题”、讨论“民族”3。1931 年 10 月 12 日，顾颉刚和吴文藻还参入了容庚发起的

“抗日十人团第一团”4。1938 年，顾颉刚、吴文藻皆入滇并为云南大学所聘，顾在《益世报》

上辟办《边疆周刊》，吴则于次年初为该校建立社会学系（刚从英国博士毕业的费孝通亦任教于

此）。 

从知识脉络看，吴文藻与傅斯年的科学主义方法论渊源关系，无疑比傅和顾颉刚更近。吴文

藻曾就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统计学、人口学、生物学、

化学等。在燕京大学从教后，吴文藻也对人类学和民族研究十分重视。正是在他引导和张罗下，

费孝通才入清华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跟随史禄国和马凌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吴文藻还力

主科学主义方法论本土化，1933 年开始力推社会学本土化。然而，现实边疆危机将他们的学术

视野、方法论交错，推向了分歧。 

1938 年，暹罗在日本的压力下采取反华策略，宣称中国西南傣族地区为其故地，支持我国

滇、桂傣族独立建国5。就在这当口，1939 年 1 月 16 日、23 日，顾颉刚所办《益世报·边疆周

刊》却分别刊发了楚图南《关于云南的民族问题》一文和干城所写的一篇《云南民族学会成立》

会议通讯稿，楚文称“汉人殖民云南的历史，差不多纯粹是一部民族斗争史”，干文称“汉人殖

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斗争史。在今日，边地夷民，仍时有叛乱”6。从政治视野、信息

来源看，此时身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傅斯年，对日、泰在中国西南边疆制造分裂的敏感性，比

顾颉刚、吴文藻等人更强，应是情理中之事。在西南边疆和国家主权发生危机的敏感背景下，傅

斯年阅《益世报·边疆周刊》后，于 2 月 1 日致信顾颉刚，认为苗、摆夷、罗罗等民族研究有“巧

立民族之名，以招分化之实”的嫌疑，须慎用“边疆”“民族”两词7。6 日，他再次致信顾颉刚，

谓其“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8。顾颉刚由此抱病写就《中华

民族是一个》一文，13 日刊发于《益世报·边疆周刊》，认为惟有“中华”为“民族”，其他诸

如蒙、藏、回、苗、摆夷应称“种族”9。随后，张维华撰文响应：“一个”是“政治的联系和社

会生活的各方面上说，非成为一个不可”，同时“血统上或文化上……是混一的”10；杨向奎也

                                                        
1
 同注 50。 

2
 同注 51。 

3
 顾颉刚：《我为什么写“中华民族是一个”？》，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

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0 页。 
4
 汪洪亮：《顾颉刚与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载《齐鲁学刊》2013 年第 1 期。 

5
 王传：《学术与政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 年第 2 期。 

6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国史研究室等编《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47 页。 
7
 傅斯年：《傅斯年致信顾颉刚》，载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11 年版，第 954-955 页。 
8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97 页。 

9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7-39 页。 
10

 张维华：《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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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此说“天经地义”1。 

从上述细节看，傅斯年致信顾颉刚之初始动机针对的乃是楚图南、干城，尤其是为顾办报的

方向纠偏，而不是针对吴文藻、费孝通。吴文藻虽曾参与组织云南民族学会，但仅是多个组织者

之一，且会议通讯稿毕竟是干城所写、未必代表学会组织者本意，吴顶多算与此事间接相关（此

为傅斯年、顾颉刚“因人废事论”不成立的证据之一）。 

但是，3 月 5 日吴文藻在《益世报·星期论评》上刊发《论边疆教育》一文，使双方观点发

生了直接交错。吴文藻同样看到了欧洲“倡行的民族自决主义，曾几度发生流弊，尤以‘一民族

一国家’的分裂趋势为甚”，但认为，“自列宁阐明‘民族自决’的真义……以来，于是一国以

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开始得到了具体解决的妥善办法”，主张效法“苏俄对于政治经济事务，采

取中央集权主义；对于教育文化事业，采取地方分权主义”的民族政策，并强调“欲铲除各民族

间相互猜忌的心理，而融洽其向来隔阂的感情，亟须在根本上，扶植边地人民。改善边民生活，

启发边民智识”2。吴文藻此文其实并非针对顾颉刚而作，而是欲趁当局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

国教育会议”，让“边疆教育”得到舆论界注意3。然而，他对“民族自决”的强调，尤其是效法

苏俄民族政策的思路（尽管非欲全盘借鉴苏联加盟共和国之模式，更非主张以“民族自决”分疆

裂土），与傅斯年、顾颉刚的思路差异显然十分明显。尤其在全面抗日和日、泰挑唆我国西南傣

族“民族自决”、独立建国的敏感时期，加上其他人与顾颉刚争论日益激烈，吴文藻此文引发了

傅斯年的别样解读。 

针对顾颉刚之文，孙绳武撰文认为回族是存在的，它与宗教并非一回事4；陈碧笙表示，云

南有诸多民族，但没有“民族问题”5。言辞较激烈者，当属自称“三苗子孙”的鲁格夫尔给《益

世报·边疆周刊》编辑部两度致信，强调“苗夷”不是黄帝子孙，“决不承认是与汉族同源”，

但“同源不同源，夷苗族不管，只希望政府当局能给以实际的平等权利”6。然而，引发顾颉刚、

傅斯年激烈反应的，却是费孝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5 月 1 日刊于《益世报·边疆

周刊》）。该文对 state、nation、race、clan 等概念作了辨析，认为顾文称蒙、藏、回、苗、摆夷为

“种族”不准确，且“中华民族”应“谋政治的统一”而不必“在文化、语言、体质求混一”，

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应是让“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7。顾颉刚连撰两文反驳费孝通。

他先强调了“民族自决”口号与“伪满洲国”的关系，认为“卢沟桥事变”后国家边疆危机应成

为重新思考“民族”含义的前提8，后又重新对 state、nation、race、clan 等概念进行辨析，认为

                                                                                                                                                                       
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6 页。 

1
 杨向奎：《论所谓汉族》，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0 页。 
2
 吴文藻：《论边疆教育》，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9 页。 
3
 吴文藻：《论边疆教育》，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8 页。 
4
 孙绳武：《中华民族与回教》，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6 页。 
5
 陈碧笙：《云南没有民族问题》，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5-116 页。 
6
 鲁格夫尔：《来函两封》，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4-85 页。 
7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4-68 页。 
8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

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6-77 页。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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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华”之外，蒙、藏、回、苗、摆夷等皆不宜称“民族”1。 

翦伯赞（维吾尔族）撰文加入辩论：“当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与世界革命交织的今日，民族

主义，一方面成为弱小民族革命的旗帜；另一方面，又成为法西斯匪徒侵略的假借”2，但“‘团

结’不但不应否定其他民族之存在，并且应该扶助他们的独立自由之发展”3，顾文将民族与国

家、民族团结与“民族消灭”混为一谈，实属对民族的误解4。胡体乾则认为“中华民族在于成

为一个的进程中”5，故肯定了顾文的现实用意、费文关于名词的辨析，但认为顾文过于牵强，

费文对“民族”则看得过于静态。徐虚生对历史上“苗”的演化和苗汉斗争进行了梳理，指出苗

汉多有混合（用以批评鲁格夫尔所持“苗夷血统论”），但不管是苗、是汉，“今日之要务”是“相

互携手，相互督促。赶速近代化”6。杨成志考察了“国族”政策与民族研究分类根据的区别与

联系，认为顾文用词确实不准，但有其现实情由7。 

从字面上看，顾颉刚对民族、种族等概念的解释，无疑有些牵强。通晓英、德文的傅斯年对

此应不至于判断太离谱，但却对吴文藻、费孝通所持理论视野和方法论显得更敏感。1939 年 7

月 7 日，他致信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虽然指责了徐虚生谈苗族时有“好些妄论，一直到了赞扬

屠杀汉人之杜文秀，称赞其能民族自决” 8，但重点批判的却是“吴（文藻）使其弟子费孝通驳

之，谓……苗、瑶、猓猡皆是民族”，“有自决权”，“一切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

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

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9，并让其停了吴在云南大学的“人类学

讲座”10。 

从傅斯年的信看，除了对徐虚生的观点表示愤慨（然而，徐文主旨乃批评鲁格夫尔，实际上

与顾颉刚观点很接近，至于民族“自决”二字更是根本未曾提及。傅对它的指责，纯属粗糙误读

所致11），焦点很显然是自吴文藻“民族自决权”之说而起。其关键错误在于，首先忽略了吴文藻

的思路其实与苏俄加盟共和国有“民族自决权”的民族理论并不相同，其次是固执地认为此类“民

族自决”观点乃是吴、费孝通所持西方人类学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决定的（循此逻辑，徐虚生这样

的人固然可恼，但吴、费才是祸根所在）。相比于吴文藻、费孝通，陶云逵、杨成志及其弟子虽

然更偏重西南民族研究，但在此场争论中角色却很不相同。值此敏感时期，他们只字未提“民族

                                                        
1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

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2-100 页。 
2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

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0 页。 
3
 同上，第 141 页。 

4
 同上，第 145-148 页。 

5
 胡体乾：《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2 页。 
6
 徐虚生：《用历史的观点对鲁格夫尔先生说几句话》，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

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4-106 页。 
7
 杨成志：《国族政策与民族研究之分类与关系》，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

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2-135 页。 
8
 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6 页。 
9
 同上，第 126-127 页。 

10
 王炳根：《吴文藻与民国时期“民族问题”论战》，载《中华读书报》，2013 年 5 月 1 日，第 7 版。 

11
 可能正由此，其友人在 1963 年 5 月 1 日将该信函于台北《传记文学》杂志刊出时，删除了其指责徐虚生的内

容。参见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6 页。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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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决”。暹罗宣称其主体民族 Thai（今译“泰族”）与中、越、缅的傣族为“一体”，并于 1939

年 6 月 4 日以 Thai 民族立国的名义，改国名为 Thailand（字面意“Thai 的土地”，今译“泰国”）。

陶云逵当天即在《益世报》撰文驳斥其改国名的依据，揭露日本借泰、傣“民族一体”的“播弄

之术”向我国滇、桂及越南、缅甸伸手的阴谋1。至于杨成志，如前所述，在论争中认为顾文虽

用词不准，却有现实理由。由此，傅斯年、顾颉刚之所以未直接针对杨成志，显是因为有理由确

信其在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可靠，而非纯因“人情世故”（当然，也不排除昔日同事关系让他们更

易相信他的立场可靠）。这些可算傅斯年、顾颉刚“因人废事论”不成立的另外三条证据。 

作为对现实政治的委婉关照，1942 年吴文藻发表《边政学发凡》，外称“边政学”，“中心”

则为“人类学”2。1943 年，蒋介石认定“中华民族”各组成部分，如蒙、藏、回等，均为“宗

族”3。不久后，吴文藻参加西北建设考察团实地调查，持有不同的观点，团长罗家伦未将之纳

入调查报告，而吴沉默未附和“宗族”说。至于费孝通，则既坚持认为，“卸下把柄（否认它们

为‘民族’）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认识到“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

即“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4。 

 

三、“造民族”与“造国民”的比较视野 

 

不难看出，在这场论争中，虽未必没有任何学术政治的因素起作用，但将顾颉刚、傅斯年之

言行全部理解为囿于政治权力，很显然并不符合彼时的政治情境。傅斯年敢于撰文直骂孔祥熙、

宋子文“失败”5，恐很难说是媚权。而且，参与论争的各方实质上都是国家主义至上，都力主

救亡。分歧在于，一方基于不同人群间体质、语言和历史差异认为，不同“民族”确实存在，承

认这点，与统一对外并不矛盾；而另一方则有意撇除体质差异（但顾颉刚、傅斯年之论在逻辑上

不乏悖论的地方在于，为突出“中华民族”之整体性，反复强调各类人群在血统上早已混杂为一

体，恰恰是体质的视角），同时淡化语言和历史差异，而浓墨重彩地突出了主权的重要性。 

1940 年，冯友兰曾批评顾颉刚在“古史辨”中力主民族渊源多元，此刻却不顾“前后矛盾”
6。傅斯年更在 1939 年 3 月（即他致信顾颉刚，谓之警惕西南“民族”研究后的 2 个月），撰写

史语研所工作报告，仍称呼凌纯声、芮逸夫、陶云逵等人研究的“苗”“卡瓦”“猓黑”“僰

夷”“摆夷”为“民族”7。冯友兰的批评自是有依据的，但却也有失公允之处。毕竟，任何学

者关于民族研究的观点及其方法论，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前后即便不一致，也属正常。况

且，这些看似“矛盾”的地方正说明，他们并非不知或故意抹杀不同人群间的差别，只是为了突

出主权而在尝试探索更切合彼时中国现实的民族理论。 

且不说顾颉刚，至少傅斯年在民族研究和人类学方面，对强调“体质、语言和历史相结合”

的科学主义方法论重视程度，其实曾经远超过吴文藻、费孝通。从其与黎光明关于川西民族调查

                                                        
1
 同注⑥。 

2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载《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571 页。 

3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载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四·专著），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

会 1984 年版，第 2 页。 
4
 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载《费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 页。 

5
 傅斯年：《宋子文的失败》，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51-356 页。 
6
 冯友兰：《历史与传统》，载《冯友兰论人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0-92 页。 

7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六年度至二十八年度报告》，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44-545 页。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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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视野与方法论分歧看，他虽非丝毫不受民族主义影响，也非决不介入政治之人，但对政治的

关注，却被严格地限定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之外。此时期，体质、语言与历史分析，方是傅斯年试

图与欧洲人一争高下的“主战场”。也只有从此方法论和学术视野，方能解释他为何如此重视史

禄国，及其从体质、语言和历史等维度研究“民族”的努力。但是，在翦伯赞、冯友兰等“旁人”

看来，颇有几分讽刺的是，顾颉刚、傅斯年在与吴文藻、费孝通的论争中，却在逻辑上完全否定

了自己此前的科学主义学术脉络。以至于后人再审视时此类论争时，也有不少人将其归之于政治

压倒了他们的学术客观乃至独立品格。而其实，他们面对如此显著的逻辑跳跃，乃至同时代人白

纸黑字的批评，却置若罔闻，毋宁说在知识脉络和逻辑层面尚确实有未彻底理清之问题。 

若将三场论争并置在一起考察，则不难发现此类问题的关键头绪。在傅斯年、顾颉刚看来，

“民族自决”之说可能被用来肢解中国主权。与其去否定“民族自决”理论（这种“游戏”规则

在西方已有两百多年历史，要从理论根子上做彻底清理，殊为不易），不如从在民族理论探讨中

对“中华民族”的组成分子不予称谓“民族”（在“民族”概念远未清晰化、固定化的时代背景

下，这在情理上并非不可，而且在现实上也并非根本没有做到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代表在“民

族”概念已清晰化的今天，仍可这样做）。这样一来，“中华民族”可凭籍西方认可的“游戏”规

则伸张主权，同时又可避免其组成分子被侵略者、分裂势力用来损害国家主权（它们既非“民族”，

当然就不能套用“民族自决”之说）。更为值得注意者，不称“中华民族”的组成分子为“民族”，

并不代表就否认他们在语言、历史、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异，更不代表不能给予他们优惠政

策。只不过，扶持、优惠都不是针对“少数民族”，而是针对在教育水平、经济社会发展及边疆

地理等方面相对弱势的人群（包括边疆汉人）。 

然而，在民族研究的方法论上，这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源自西方的“体质、语言和

历史相结合”的方法论亟待调整。如不调整，按照这 3 个维度分析蒙、藏、回、苗、摆夷等人群，

对“主权”而言就必然是“反动”的。于是，“体质”视角在以主权为中心的民族理论自觉过程

中，首先被弃用。认为各人群血统上已不可分，即是否认体质可作为区别指标（当然，客观上却

又因此未能彻底“忘却”体质视角，而选择了从血统融合的角度去论证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在

维护国家主权这一基本立场上，吴文藻、费孝通、翦伯赞等人其实也同样完全没有问题，若不然，

何苦历尽艰难辗转到西南共赴国难。但是，他们对于民族研究如何体现、维护主权，在方法论上

却与傅斯年、顾颉刚等人显然有很不相同的思路。他们认为，通过承认差异、给予扶持、促进平

等，方能真正达到团结一心维护主权的目的，至于历史、语言、体质的因素则不必否认（他们自

己的研究，其实并不偏重语言、体质视角）。换句话说，此时期在民族研究上，欲自觉形成中国

本土化的理论和方法论，其实总体上已是学界共识（吴文藻更是强调“本土化”的急先锋）。但

很遗憾，在边疆和主权危机背景下，在“短兵相接”偏重看对方理论之不足而少见其长的具体论

争情境中，加之各方言辞上确实不乏不够严谨、易引发误解之处，这种共识被忽略了，未得到进

一步深入实质性探讨的机会。 

在学术政治操作层面，这场论争看上去是傅斯年、顾颉刚取得了“胜利”。不过，也很难说

蒋介石关于中华民族的组成分子为“宗族”的看法，就源自他们的观点。正如黄兴涛指出：蒋介

石的观点显然与顾颉刚将“民族”与“种族”简单对立而将血统因素完全留给“种族”的做法不

一样；因二者有重叠处即视顾颉刚、傅斯年为“御用”，不免忽略了蒋介石与他们的差别1。换句

话说，由此逆时推定傅斯年、顾颉刚此前就是为了迎合政治权力而压制吴文藻、费孝通，显得有

                                                        
1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05 页。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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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理据不足、揣度有余1。 

不过，撇开蒋介石作“宗族说”这一事后发生的现实政治“枝节”不谈，将民族研究的方法

论调整为以“主权”为中心，兼及语言、历史视角，是否从学理上就能满足中国转向主权国家、

维护主权的现实需要？从逻辑上看，既然中华民族之下不必再“造”出“民族”，那么在主权国

家之下“造”出“国民”就显得更为紧迫。可是，这就又“回”到了傅斯年与黎光明之间产生分

歧时，所涉及到的问题。对彼时中国而言，有没有可能不造“民族”却造得出“国民”，又或者，

选择了造“民族”是否就必然妨碍造“国民”？从深层知识脉络看，它们与其说是两个问题，不

如说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面向。那就是，对彼时中国而言，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人

们的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是否可能清晰地区分、剥离得开？ 

我们无意苛求在现实政治救亡压力极大、火烧眉毛的情况下，历史上的相关学者心平气和、

从容地去辨析学术知识脉络上的种种疑点。但是，其答案则毫无疑问只能在它们所处的特定时空

情境中去寻找。 

言及此处，我们当知晓，人以“族”分，其实并非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就如此重要。说到底，

“民族”是一个充满现代性，且与早期现代欧洲历史分不开的概念。在中世纪中晚期，欧洲普遍

笼罩在基督宗教之下，世俗封建领主与基督宗教不同派别相结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各政

治体之间竞争，动员机制主要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和宗教网络，“民族”并非重要的身份识别因

素。但是，以 1066 年位于法兰西的诺曼底公国征服英国为初始标志，到 1485 年“玫瑰战争”结

束，英、法之间长达数世纪的竞争、战争，慢慢改变了这种动员机制。在英国和法国，世俗“国

家”“主权”“人民”“民族”等观念开始兴起，国家形态也逐渐发生改变2。1618-1648 年间，

一场几乎将所有欧洲国家卷入其中的“三十年战争”，再次“教育”了英、法之外的所有国家，

为“国家”“人民”“民族”而非封建领主、宗教派别而战，方是“真理”。在这场战争中，天

主教盛行的法国支持新教盛行的德意志北部地区，打击作为天主教大本营的奥地利，获利颇丰。

战争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宣告结束，而该条约所载“人民”“主权”等观念，也正式

为各国所重视3。与传统国家相比，这种基于“民族”“人民”观念，依“主权”而立的国家，

在西方学界常被称之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4。此后，伴随着欧洲列强在全世界范围内

殖民和争霸，现代民族主义也传到了世界各地，并成为广大的亚、非、拉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殖民

和外来侵略，争取主权独立的利器。19 世纪中叶开始备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在主权遭到践踏、国家危亡之际，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援引“民族”观念作为革命

动员机制，一开始有重大偏差。如孙中山先仅提“驱逐鞑虏”（排满），后又改提汉、满、蒙、回、

藏五族“共和”5。至于一般社会大众缺乏“民族”意识，与缺乏“国家”观念、“国民”意识，

其实完全是同一回事的两个不同面向。辛亥革命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建立新政权，在

                                                        
1
 诚然，历史总是多层、多维的。尤其是，近代历史离当下尚近，常有赖于研究者将之放置在更长、更多维度的

参照系下，方易把握其主脉。为此，有学者从研究视角上提倡“要具备通史眼光，扩张学科边界”（戚学民：

《中国特色近现代史学研究三题》，载《求索》2019 年第 4 期）。笔者则认为，从方法论操作层面看，首先应

撇除“厚黑”式的揣度，而从“多重叠加、交叉、替换、再生的关系条件下，去追踪历史的多维度、多层面

乃至非连贯性”（谭同学：《社会治道变革的阶层品格与历史情境》，载《求索》2019 年第 1 期）。 
2
 [美]尤金·赖斯、[美]安东尼·格拉夫顿：《现代欧洲史》（卷一），安妮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168-180 页。 
3
 [美]理查德·邓恩：《现代欧洲史》（卷二），康睿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9-131 页。 

4
 [英]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三），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55 页。 

5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 2 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 页。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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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名中同时突出“中华（民族）”“（国）民”“（主权）国（家）”等关键要素，不可谓不是

针对彼时中国较之于西方列强的“民族-国家”最缺乏的东西。只不过，很不幸，他们并未找准

将普通百姓变为“国民”的根本动员机制，以至军阀林立、外辱难却。 

真正科学认识到“造民族”与“造”主权国家之“国民”辩证关系，并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主

权独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曾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
1，发动少数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反击国民党政权。在长征过程中充分积累了民族工作经验后，

加之日本侵犯中国主权日深，中华民族救亡变得极为迫切，1935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

议”明确提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取得中华民族的

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2。1939 年 12 月，毛泽东更是指出，“中华民族的各

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3。至此，中国共产党已在理

论上清晰地指出，“各族”与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是不同层次的“民族”，皆属中国主权下的

“人民”，并且，只有通过“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方能实现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质言

之，没有“民族”解放，就不可能有独立“主权”的“国民”，“民族”观念和“国民”意识发育

是同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还找准了变百姓为“国民”的动员机制，那就是深入发动群众，以

“人民战争”求“民族解放”和主权独立，将“民族”观念和“国民”意识成功渗透到广大的基

层社会。 

换句话说，在近代中国反抗外来侵略，培育主权观念和争取主权独立的历史上，民族主义一

直是唤起普通百姓国家观念的关键工具，其“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的形成，其实是同一过

程的两个不同侧面。由此，在国家与民族关系上，也就不可能只造“国民”而不造“民族”；在

“中华民族”整体与其组成分子的关系上，不可能只让整体形成自觉民族意识，而不让其组成分

子，如蒙、藏、回、苗等，也形成自觉民族意识；造“民族”并没有妨碍造“国民”，“少数民

族”观念与“中华民族”观念如影随形地兴起4，但也并没有妨碍“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的民族

认同。相反，民国政府曾试图禁止人们使用“少数民族”概念，结果却终归失败5。 

从此后的知识脉络延展来看，在国家主权问题大体得到解决之后，“语言、历史和主权相结

合”的方法论显然依然为民族研究所重视。1949 年后，中国共产党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和给予

因历史、自然原因发展较滞后的少数民族予以扶持。顺其自然，这当然就要求首先识别谁是少数

民族、是什么民族。而在民族识别过程中，除识别对象主观认同的民族身份外，语言、历史是重

要的客观依据。不过，虽然体质分析因有种族主义色彩而被宣布弃用，民族识别并不进行体质测

量，但大体上却实践了子女民族身份随父或母而定的原则。这在客观上，不能不说又包含了一定

程度的“血统论”和民族身份固化的意涵。以此将各民族截然区分、固化代际传递，实际上在某

种程度上也就将“民族”实体化了，与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联系

并不完全相符。由此，费孝通有感于民族“历史研究不宜从一个个民族为单位入手”6，1988 年

                                                        
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2

页。 
2  
括号中内容为原文所有。《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99-605 页。 

3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3 页。 
4
 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广州：中山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

业 2010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24-27 页。 
5
 同上，第 161-169 页。 

6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载《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0 页。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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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阐释了中华民族各组成分子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此

说无疑吸收并且辩证地升华了傅斯年、顾颉刚及吴文藻的思想，更接近中国历史与现实经验实际。

它坚持中华民族及其组成分子都称“民族”（民族识别后，后者被称作“民族”已广为社会认可

并融入到了相关的社会关系中，变成了一种“社会事实”1），但“层次不同”2，而且未像吴文

藻那样具体细分“文化多元、政治一体”（各民族文化既有其特色，又相互交融为一体）。他将

“中华民族”界定为“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人民”3，显然是以“主权”作为边界的，

但与基于语言、历史差异的族别分析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相互促进的。在方法论上，语言、历史

和主权的分析视角真正实现了有机融合。与数年后苏联解体的历史相对照，它无疑标志着我国民

族理论及其方法论，总体上已形成本土化的自觉（在更多具体研究中，当然仍有与时俱进地进一

步细化理论和方法论自觉的必要）。 

此外，现代民族主义兴起和主权国家观念萌发均较早的法国，在空间上也可作为供我们比较

的实际类型。法国自其“大革命”时代起即强调，国家由平等的公民组成，除公民身份外，国家

不承认民族、宗教身份。1790 年，君主立宪派代表人物克勒蒙特-托内尔宣称：“对作为个人的

犹太人我们给予所有的一切，对作为犹太民族的犹太人我们什么都不给。”41992 年，欧洲理事

会召集成员国共同签署《欧洲地区性或少数群体语言宪章》，法国予以拒绝，其理由是在法国只

有公民、没有“少数民族”5。据 2016 年 6 月 24 日笔者在广州对巴黎政治大学罗卡（Jean-Louis 

Rocca）教授和刚毕业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清源（Camille Salgues）博士访谈所知，当代

法国规定，在劳务市场，尤其是公共部门、大型企业等机构人员招聘中，不得要求应聘者提供年

龄、性别，以及姓名、族裔、宗教乃至住址等可能反映族裔身份的信息。然而，实际生活中人们

很显然仍是知晓民族差别的。2015 年 1 月，在法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查理周刊事件”6。它虽

被政府认定为恐怖主义袭击，但客观上则无疑表明，族别差异并不会因为国家一厢情愿不讲“民

族”、只认“公民”，甚至语言同质化（如皆说流利法语），而消失。相反，这恰恰容易导致忽

视民族平等，而酿出社会问题。 

 

四、结论 

 

20 世纪上半叶，对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极其艰难和脱胎换骨的历史时段。在这其

中，也包括无数学者为国家主权之独立和中华民族之复兴，殚精竭虑。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末，围绕西南民族研究的三场分歧正是在此宏大背景下展开的。在某种程度上也由此，不少

具体论争实际上不乏相互误解的成分。但是，历史地看，包括学者在内的所有社会行动者，都是

深嵌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而今我们在相对从容的时空条件下，重新回顾这三场夹杂着诸多因素

的学术分歧，其要旨显然不在为其功过是非盖棺定论，而是为正在进行中的当代民族研究以及某

                                                        
1
 [法]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34 页。 

2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6 页。 

3
 同上，第 416 页。 

4
 [英]安东尼• 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2 页。 
5
 陈玉瑶：《公民民族主义与团结主义——法国“国民团结”概念的内涵与源流》，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2 期。 
6
《查理周刊》杂志曾用漫画侮辱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几名说流利法语的中东裔、非洲裔伊斯兰教徒为此

袭击了该杂志编辑部，造成 12 人死亡、5 人重伤。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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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仍有延续性的问题，找到带有反思性的方法论方向。 

在因史禄国、杨成志西南民族调查事件而起的论争中，我们发现，并非惟有顾颉刚、容肇祖、

汪敬熙、杨成志等人有民族主义情结，傅斯年其实也有。只不过，傅斯年的民族主义是服从于“体

质、语言和历史相结合”的民族科学研究，力图体现为实现“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宏

大学术目标，而不是对西方学者在个体上盲目排挤。虽然在运用科学主义方法论研究中国问题的

总方向上，傅斯年与顾颉刚、容肇祖是一致的，但顾、容对“体质、语言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

论和世界性学术视野，理解深度和重视程度远不傅。由此，傅斯年对史禄国的看法与顾颉刚、容

肇祖绝非实质一致，而只因要为语史所声誉而替史“文饰”，更非“感情用事”。其主要缘由是

在彼时历史条件下，人类学、民族学若要朝傅斯年所立宏大学术目标前进，史禄国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性。 

同样，傅斯年将黎光明不按科学要求调查、记录川西少数民族特点而着重于造“国民”的行

为，斥之为“政治”，亦惟有从其秉持以“体质、语言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论开展民族调查研

究的原则视之，方能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黎光明、王元辉的调查报告，在傅斯年看来毫无专业

价值，其判断标准无疑也是“体质、语言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论。黎光明客观上原本就受体质、

语言和历史分析专业训练不够，主观上更是认为以此方法论区分“民族”，远没有向其灌输“国

家”观念、“国民”意识重要。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无论是英、法之类的“民族-

国家”先行者，还是反抗西方侵略、争取主权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其民众的“国家”观念、

“国民”意识都是与民族主义相伴生的。由此，黎光明之壮举固然可歌可泣，在彼时中国问题上

也确实有深刻的洞见，却未曾看到同一历史过程的另一面：离开“民族”观念觉醒，几乎不可能

单独造出“国民”。 

在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中，各方拥护中华民族与国家统一之心，其实是不用质疑

的。尽管傅斯年、顾颉刚强调现实政治，尤其是傅还动用了政治权力直接针对吴文藻、费孝通，

但并不能说明他们纯属附和政治权力而因人废事。吴文藻的学术独立品格固然值得称赞，但至少

在这个意义上，傅斯年、顾颉刚之学术品格并不与他构成截然相反的对比。从知识脉络上看，费

孝通与顾颉刚之争，更不能代表受西学训练的年轻人与传统中国学者的知识交锋。事实上，他们

的方法论基础都是源自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论争的实质性分歧在于：傅斯年、顾颉刚认为须避

免称呼中华民族的组成分子为“民族”，方能防止侵略者和分裂势力利用“民族自决”籍口危害

中国主权；吴文藻、费孝通、翦伯赞等人则认为给予其平等、扶持待遇，方能真正衷心团结一致

维护主权，而称其为有体质、语言和历史差别的“民族”，与中华民族、国家统一御外并不矛盾。

然而，国内外现实格局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吴文藻等人关于“民族自决”的表述不乏歧义，傅斯

年因此类表述而错误地判定他们对国家主权有立场问题，加上文字辩论“短兵相接”攻其一点不

及其余，使得辩论各方忽略了前置性的潜在共识。这一共识即是，民族研究须有中国的理论自觉，

而在方法论上将“体质、语言和历史相结合”调整为以“主权”为中心的“语言、历史和主权相

结合”，则是形成本土化理论自觉的重要保证。 

大致同时，倒是并未介入以上以任何一场知识争论的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长征和团结各民族

进行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理清了“民族”观念和主权国家“国民”意识的辩证关系。其主张

指出，不仅“中华民族”及其组成分子为不同层次的“民族”，而且惟有各族“人民”建立“民

族统一战线”，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方能实现主权独立。它所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捍卫主

权的实践，还格外注重深入发动群众，从而逐步在“社会事实”上让“民族”观念和“国民”意

识深入广大基层民众的人心。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矫正以往苏联式“民族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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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决”观点的结果，也为其后形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开展“民族识别”，奠定了理论基础。

较之于民国政府一直找不准动员“国民”的机制，以及知识界顾此失彼的“民族”研究歧见，中

国共产党关于“民族解放”、捍卫主权的理论主张和实践，无疑显得更为高瞻远瞩。中国各族“人

民”结束“一盘散沙”状态，团结奋战，最终“站起来了”，即是最有力的明证。因此，认为彼

时“造国民”与“造民族”可以二选一，且只能二选一（即“造国民”），不仅是枉顾历史情境的，

而且显然至今未能准确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捍卫主权的实践，及其中蕴含的

理论洞见。 

当代中国在落实民族平等、推进民族团结的过程中，既有重要机遇，也不乏挑战。由此，民

族研究也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的必要。不过，需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理论再建构，

还是方法论反思，显然只能基于历史脉络和现实经验往前走。有具体层面的现实民族问题存在，

固然说明仍有进一步强化造“国民”之必要，但这并非靠着简单否定“民族”或将之改为其他名

称即可达到（当称谓在历史中已积淀为“社会事实”后，更是如此）。近代中国和当代法国，作

为一面又一面可供比较的“镜子”，充分呈现了这一道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主权政治“游

戏”规则乃至民族科学，都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础上生发出的世界性新事物。“造国民”

与“造民族”，其实是同一过程无法相互剥离的不同面向。不同国家的区别并不在于选择了只造

“国民”或“民族”，而在于同一过程的两个面向，有些国家“做”得相对成功，有些较失败。

因此，在“做”的层面既注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民族平等，又注重筑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强化国家认同和国民身份，一方面本就是辨证、相互促进而不是矛盾的关系，另一方

面更是远比在“说”的层面折腾名词重要得多。这既是沿着科学主义辩证认识论往前走的需要，

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沿着历史和现实主权政治脉络往前走的需要。在这其中，必

然少不了会有些具体的困难，但无论从观点、方法论还是理论视野上，似乎都只宜超越，而不是

退回到傅斯年、黎光明当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将“造民族”与“造国民”片面对立起来，思绪

不清的状态。 

当然，回顾历史并非没有意义。就以上历史事件而言，至少可以说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

绝不只是研究者个体的主体性反思，而至少还包括其作为“国民”、“民族”整体一份子的主体性

自省。其知识生产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有个体性的、人之为人的科学主义面向，但也有深嵌于主权

意识及其社会情境的一面。民族研究理论视野与方法论的重大转向，不仅与研究者个人主观认识

调整有关，更与其所处国家和社会变动深刻相连。近代中国忧患之局，对史禄国这样的“外人”

而言，未必构成“体质、语言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论反思之必需，但却不可能不刺激中国本土

的研究者，重新思考主权在民族研究方法论中的分量。时代更迭，但只要世界范围内的主权政治

“游戏”规则未变，民族研究须有本土化理论自觉，无疑就仍是当下人们辩证、客观地认识民族

事项不可或缺的方法论选择。本土化理论自觉，不止意味着使用中国材料，研究中国问题，更意

味着以中国自身为理论主体，并以适当宽广的时空视野作为坐标，为之锚定位置和方向。惟其如

此，我们方可能形成具有自己独特历史视野和主体意识的理论。具体就民族、国家、主权等研究

领域而言，西欧和中国自身从传统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时刻，无疑可作为类型比

较坐标的时间轴，而此类观念兴起的源发地以及与之相对被迫卷入主权政治“游戏”，争取独立

主权的亚、非、拉地区，则应当可以作为类型比较坐标的空间轴。回顾历史，斯人已逝，然而其

所立之言及其方法论启示，无疑值得后来者反复思考，以更好地续其志业、稳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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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26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

—————————————————————————————————————————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100871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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